
 

概要 

第一章：充分把握好时光 
 
强劲、广泛的经济增长给各国带来了机遇，现在便可着手重建财政缓冲、改善政府收

支并实现稳定的公共债务。在经济上行时加强财政缓冲，将为经济最终低迷时提供财

政支持留出余地，防止财政脆弱性在金融环境恶化时成为压力的来源。 
 
债务高企是一个问题 
 
全球债务已处于历史高位，2016 年达到了创纪录的 164 万亿美元的峰值，相当于全球

GDP的 225%。与 2009年的高峰相比，目前全球债务又增加了 GDP的 12%，而中国是

一个推动因素。 
 
在全球债务的激增中，公共债务起了重要作用，这既是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崩溃与政

策反应的体现，也反映了 2014 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以及新兴市场及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支出快速增加的影响。平均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已达到了 GDP 的 106%，这在

二战以来尚属首次。在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债务与 GDP 之比平均达到 50%，

达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时的水平。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率一直在迅速增加，到 2017 年已经超过 40%。此外，这些债务中有近一半是

非优惠性的，因此这些国家的利息负担与税收收入之比在过去 10 年翻了一番。在所有

的国家，债务变动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基本赤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基本

赤字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高企的政府债务和赤字令人担忧。那些政府债务高企的国家很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环境

突然收紧的影响。它们可能无法进入市场融资，经济活动也会受到威胁。此外，经验

表明，各国可能会受到公共债务与 GDP 之比出现意外巨大冲击的影响，这会使展期风

险加剧。值得注意的是，巨额债务和赤字将限制政府的能力，使其无法在经济下滑时

出台有力的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历史经验表明，薄弱的财政状况会加深经济衰退程

度并延长其持续时间（如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这是因为政府无力推出足够的财政

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建立财政空间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私人部门债务达到历史高位

且还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些国家的私人债务过高，可能面临着出现急剧

且成本高昂的去杠杆过程。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支持经济增长 
 
现在应充分利用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上行，采取果断措施，积累财政缓冲。随着经济增

长回归潜在水平，财政刺激会变得失效，而财政整顿的成本也在下降，从而能够更容

易地实现从财政扩张向财政整顿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增加缓冲将有助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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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既可以创造财政空间、在经济衰退时支持经济活动，又可以降低全球金融环境

突然收紧时出现融资困难的风险。一般来说，各国应让自动稳定器（即税收和支出，

它们与产出和就业同步变动）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努力确保赤字和债务进入稳定的下

行通道，以实现中期目标。 
 
应根据各国的周期状况和可用的财政空间，对调整的规模和步伐进行校准，避免过度

拖累经济增长。如果经济达到或接近潜在产出，且债务与 GDP 之比较高，则应实施财

政调整。美国经济正接近充分就业，且正在实施财政刺激，未来 3 年内的总赤字将维

持在 1 万亿美元（GDP 的 5%）以上。美国应当重新调整财政政策，确保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在中期内下降。一些国家的财政空间较为有限，除了基于支持中期增长的政

策来开展整顿、降低财政风险外，别无选择。少数发达经济体拥有充足的财政空间，

其经济也达到或接近潜在水平，因此有能力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实施有利于增长的结

构性改革。尽管近期大宗商品价格部分回升，但大宗商品出口国也应继续调整，确保

其支出与中期的收入前景相一致。一些低收入国家需要在预算中留出空间，通过调动

收入、合理支出和提高支出效率，为实施基础设施计划提供资金。 
 
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关注那些能够改善中期增长前景的政策。事实上，一些国家在近

期出台财政调整政策时，并不一定把促增长的措施列为优先事项，正如发达经济体和

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公共投资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下降所示。发达经济体应注重提升支出

的效率，确保福利支出的合理性，从而为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改

善教育医疗服务质量留出空间。一些发达经济体也能从扩大税基和改进税制设计中受

益。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其首要任务是提高收入，为实体与人力资本

方面的重要支出以及社会性支出提供资金。所有国家都应该推动包容性增长，避免出

现过度的不平等——这会阻碍社会流动、侵蚀社会的凝聚力并最终损害经济增长。 
 
第二章：数字化政府 
 
世界正变得日益数字化，各国政府也是如此——尽管各国步调差别很大。目前，各国

政府几乎都有了本国的网站和自动化的财政管理系统。数字化为财政政策带来了机遇

和挑战。数字化将如何改变当前和未来的政策设计与实施？还存在什么阻碍因素？ 
 
获得更多及时可靠的可用信息能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数字化可以降低私人和公共部

门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支出效率。例如，政府可使用数字工具来打击跨境欺诈——
采用数字工具后，每年可使在边境征收的间接税增加 GDP的 1%至 2%。数字化还可帮

助政府追查那些藏匿于低税辖区的财富税，估计平均占到全球 GDP 的 10%。虽然在现

行税率下这种传统上难以征税的税基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增长规模很小，但数字化有

助于未来从源头上征收所得税，防止其逃避税务机关的掌控。在支出方面，印度和南

非的经验表明，数字化可以帮助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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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企业的日益数字化以及谷歌、苹果、脸书及亚马逊等数字巨头的崛起，可能会

加剧现有国际税收体系面临的挑战。数字化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在线服务的用户所

产生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会对各国的税收权利产生何种影响？在征税权利的分配

方面，目的地（即最终消费者的居住地）因素是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调整国际税

收框架的工作，最好与国际税收体系的长期愿景保持协调一致。 
 
政府将需要缓解新的数字风险。与政府开展数字互动，可能会给那些技术使用受限的

小型企业和脆弱家庭带来过多的负担。数字化本身也为欺诈和扰乱政府职能的活动创

造了新的可能。这包括使用数字手段逃税或非法索赔等。大规模的数据泄露和隐私侵

犯事件已有所增加，这突显出了公共数字系统的脆弱性。 
 
数字化并不是万能的。它要求我们制定一个积极、具有前瞻性、全面的改革议程。政

府必须解决政治、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多重薄弱环节，管理好数字风险。它们还必须划

拨足够的资源，为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投资提供资金。最后但同样重要的

是，数字化使国际合作变得更有必要。 
 
但数字化趋势已势不可挡，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加速。政府可以设法抵制数字化，但之

后仍要不情愿地做出调整；它们也可以去拥抱、预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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